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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作为旗帜人物的马

札亚尔也同样如此。 尽管马札亚尔学说在民国学界的传播引起多元化反响，但随着学术语境的变

迁，中国学界对其的认知渐趋同质化和脸谱化。 马札亚尔学说的主要缺陷在于理论建构与内容分析

的错位及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的脱节。 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在对马札亚尔学说进行理论扬弃

的基础上，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特殊性与世界发展历程的一般性之间关系的反思与再平衡，从而推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调整与深化。
【关键词】  马札亚尔 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般性 特殊性

如何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亚细亚生产方

式理论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话语选择。 百年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争留下了丰厚的

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为解答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

问题提供不少思路。 目前，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学术遗产的清理和总结已取得不少成

绩，①但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范式仍影响着研究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评判，以致产生不少认识误区和

偏差。
马札亚尔（Ludwig Madyar，1891—1937 年），又译马季亚尔、马扎亚尔、马札尔、马嘉、马加尔等。

1891 年，他出生于匈牙利，中学毕业后开始学习法律，同时兼任新闻记者。 1919 年，匈牙利在俄国十

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革命，马札亚尔积极参加了建立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革命失败后被捕入

狱。 1922 年，他因苏俄政府和匈牙利政府之间交换俘虏而前往苏联。 同年，加入联共（布）党组织并

被安排在塔斯社工作。 1926 年，马札亚尔被调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并开始为苏联驻华领事馆工

作，先后任职于汉口和上海的苏联领事馆。 1927 年，因中苏断绝外交关系回到莫斯科。 此后，马札亚

尔经常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政策的工作。 1928 年，他参与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1929 年，他任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 马札亚尔还曾在红

色教授学院、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校任教。 后来，因卷入苏联的政治争斗，他被捕入狱并

301

① 代表性论著有，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 1937 年版，第 1—60 页；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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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论战中的命运及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王立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1949—1999）》，博
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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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37 年在狱中去世。①

马札亚尔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将“亚细亚的”概念与中国社

会历史关联起来，引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国际大论战。 这场论战迅速传导到中国并激起中国

左派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特殊性问题的省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但如今马札

亚尔已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边缘人”和“失语者”，对其学术遗产的清理更是无从谈起。
目前，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虽有所重视，②但仍缺乏专门而系统的考察。 因此，本文将在厘清部分事

实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马札亚尔的学术遗产，以求对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有所助益。

一、民国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的多元反响

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国际学术界，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旗帜人物的马札亚尔具有相当大的

知名度，民国时期中国学界亦积极引介其学说。 不过，整体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待马札亚尔学

说的态度较为复杂。
马札亚尔十分关注中国农村和中国革命问题，在华期间收集大量关于中国农村的资料并于 1928

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 该书从土地关系、阶级分化、市场及帝国主义影响等层面分析

中国农村社会，认为受水利灌溉、黄土层、垦殖区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社会呈现土地国有、农村公

社、官僚政治等“亚细亚的”特征。 该书勾勒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即：氏族社会崩溃后并未

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而是进入漫长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 显然，马札亚尔认定中国社

会发展经历了一条迥异于欧洲的“中国道路”。 该书的出版引起苏联、日本和中国学界的广泛注意，
继而引发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大论战。③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后，马札亚尔在

多种场合继续阐发和完善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相关论述共同构成马札亚尔的学说体系。 故此，
中国学者接收马札亚尔学说的文本也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国内最早介绍马札亚尔学说的是《新生命》月刊。 1929 年 8 月，该刊通过日本《社会思想》杂志

转译马札亚尔的一篇文章，取名《中国的农业经济》。 该文从自然条件、土地所有的形态与特质、阶级

分化等三方面阐明了中国农业经济的特征，可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内容提要。④ 但是，该
文因当时理论界正专注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而未有太多反响。⑤ 1930 年，《中国农村经济研

究》由西门宗华以《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为名翻译出版。 他在“译者序言”中认为该书：“目光锐敏，
理论透彻，确是欧洲罕有的巨著。 不过中国方面的材料，因受文字的阻隔，国籍的不同，没有能够充

分的利用。 然而即是照这样的著作在国内还不容易找得。”⑥西门宗华的翻译工作与陈翰笙有直接

关系。 后者组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计划对中国农村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委托西宗华翻译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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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版，第 112—114 页。
参见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201 页。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 年）》，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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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中册），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823 页。
马嘉：《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宗华译，北新书局 1930 年版，“译者序言”，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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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习和参考资料。① 不过，西门宗华仅翻译该书前七章，其中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部分并未

译出。 1932 年，农村调查团成员王寅生（笔名叶民）着手翻译其他章节，认为该书“为现今研究中国

农民问题的最有价值的参考书”。② 他陆续在《新创造》杂志上译出“中国土地私有制底形式和性质”
“中国底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农民经济”“中国底租佃和雇佣劳动底形式和性质”及“中国土地私

有财产底性质与发展”等四章。 不过，宗华和王寅生的译本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太多关注。
被学界普遍采纳的是 1930 年由陈代青、彭桂秋翻译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该译本由神州国

光社发行，得到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王礼锡的支持。 当时，王礼锡主持神州国光社的工作，他力倡并

组织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其编印的《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阵地。 已在国际学界博得

大名的马札亚尔自然也成为神州国光社的译介对象。 译者给予该书较高的评价，认为该书“虽有不

少的缺点或错误，然绝不能抹煞他的成功”；“全书的基本观点以及材料的丰富，诚为中国出版界绝无

仅有之著述”；“我们不仅激急于将本书介绍于国人，更希望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更能提高国人对于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兴趣，以此作蓝本，更进一步的去研究，以冀将来获得更好的收成”。③ 这一译

本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版本且被多次重印。 学界大多通过该译本了解马札亚尔学说，它也成为中国

社会史论战中征引率较高的文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札亚尔学说遭受苏联主流理论界的质疑和指责。 作为回应，《中国农村经济研

究》于 1931 年进行调整，取消导言“亚洲生产方法与帝国主义”部分，其余各章也多有修正。 对此，马
氏声称：“在第一版‘绪言’中，作者曾提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法说的问题，以为在理解中国历史过

程中，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观，是很必要而富饶的。 在对此问题的争论过程中，遂得一机会去改

正作者在初步谋解释马昂两氏对此问题的观点时所犯的许多错误，并肯定的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此

问题的争论使作者信服，要分析中国土地关系的历史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比作者在第一版中所作的

更深刻更彻底的研究。”④不过，修订版并没有中译本。 1933 年，新生命书局出版由徐公达翻译马札

亚尔的《中国经济大纲》一书。 该书虽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但在关于中国农村的部分继续阐

发其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因而本书也是中国学者了解马札亚尔学说的重要文本。 马氏在该书中放弃

此前关于帝国主义侵入以前中国社会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矛盾对立的论断，坦承“地主与农民之

间的矛盾是中国乡村中之基本的而且决绝的阶级的矛盾”。⑤ 显然，对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社

会制度，马札亚尔改变此前旗帜鲜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认识到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依旧处于主

导地位。
马札亚尔对其观点的修正做出解释：“在这本书中，我们以后不说到亚西亚生产方法问题者，是

因为这个问题与问题的设问有连系，并且应用到中国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引起不少的争

论……我们承认我们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之错误，在那里我们未曾充分地注意到中国历史中之

各时期及各区域中之封建化的过程。”不过，马札亚尔在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同时仍坚持亚细亚生产

方式理论，认为“关于亚西亚生产方法问题，关于东方社会问题的设问完全是正确的，马克思关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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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的学说应用于中国过去历史完全有根据的。”①可见，马札亚尔认为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

中国历史关联起来并无不妥，需要完善和修正的是如何将两者有效结合的问题。
此外，马札亚尔学说还伴随着其他学者的论著在中国传播。 1933 年，黎明书局出版亚细亚生产

方式派学者柯金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马札亚尔在序言中对亚细亚社会的诸般特征做出具体说

明，即：土地私有财产之不存在；人工灌溉之必要及与此相适应的及大范围的公共事业的组织之必

要；农村公社；专制政体为国家的形式。 他还批评沙发诺夫“没有说明在许多东方国家内亚细亚生产

方法是怎样解体的，而封建的生产方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② 显然，马札亚尔并未放弃亚细亚生产

方式理论，而是更加谨慎地将之运用于对中国具体历史问题的解析当中。
民国出版界积极宣传推广马札亚尔学说，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书评和广告屡见报端。 神

州国光社就极力推介这本书，该社在《读书杂志》和《申报》连续刊登广告盛赞该书“是著名的中国土

地问题的物观的研究的一个有力的尝试，而其中内容的丰富，实在是惊人”，“无论站在任何观点来研

究中国农业经济，这是一部很好的书”。③ 《书报评论》等刊物也刊载多篇书评，认为该书“是一部具

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之书，是一部极有价值之著作！ 已出版的许多著作，没有一本比得上它！ 我们有

读此书之必要”。④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翻译出版与当时如火如荼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相呼应，有
助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出版界的热情或许便出于对该书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认可。

然而，学界对马札亚尔普遍持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的反响是完全一致的。 大体

而言，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接受往往受政治、学术和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⑤ 其中，
政治因素为学界接受马札亚尔学说确立了原则和划定了营垒。 由于与托洛茨基派理论有一定的共

通性，国内托派及其亲近者大多表现出对马札亚尔学说的认可和支持。 如，马札亚尔学说的积极传

播者陈代青、彭桂秋、徐公达等都与托派有莫大关联。 但是，马札亚尔学说与斯大林派的理论有明显

的冲突，因而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华岗等学者对其持批判态度。
不过，同一政治立场的学者之间的步调也并非完全一致。 托派学者杜畏之认可马札亚尔的亚细亚

生产方式论，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中国。 李季积极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并对马氏

学说进行修正。 王宜昌则对马札亚尔提出激烈批判，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存在。 此外，任曙、严
灵峰对马氏也多有指责。⑥ 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并非完全否定马札亚尔学说，他们在批判马氏历史多

线论的前提下又表现出认可与接受的一面。 如，吕振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一部较有系统和价

值的中国社会通史。⑦ 冀朝鼎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是一很有启发性的科学研究”，且在

他看来，饱受学界指责的马氏为柯金《中国古代社会》所作的序言，也是一篇“有价值的序言”。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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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族情感因素可能也影响着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学说的认可度。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刻

画了中国落后、愚昧的形象，使其难以获得中国学者的支持。 不过，马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的

思考又为其博取不少认同。 因此，民国学界不乏对马札亚尔学说相对客观的评价。 如，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彭迪先认为马氏的“见解虽有不正确之处，但以不识汉文的外国人而能搜集非常之多的丰

富的资料，站在新兴经济学的立场，深究我国的社会经济，这点是非常令人钦佩的”。① 还有论者认

为：“本书是有缺点的，但就是如此，它依然是关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本名著。 我没有见过第

二本比这个缺点少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著作，我更没有见过第二本比这个优点多的关于中国农村

经济的著作。”②

综而言之，民国学界大多拒绝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有效性，但并未完全否定马札亚尔关

于中国道路特殊性问题的探索。 故此，学界在批判的表象下隐藏着对马札亚尔学说接受和认可的一

面。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能够进行相对客观的评述，整体上呈现一个立体多面的马札亚尔形象。 这

与后世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的单一化、脸谱化的评价迥然不同。

二、从国际权威到托派学者的形象演变

马札亚尔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 整体来看，马札亚尔在国内的学术形象

日趋标签化和脸谱化，这一认知也导致不少偏见的发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白热化之际，当时苏联理论界中的斯大林派与

托洛茨基派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形成激烈交锋。 马札亚尔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将争论焦点由都

市经济引向农村社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界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方案。 因

此，马氏在共产国际及国际左派学术界拥有众多支持者。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在该书“编辑者序言”
中虽指陈其中错误，但仍称其“可算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

试”，“是一部有价值的对于中国问题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

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频繁吸收马札亚尔的观点。 如，马氏参加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他“在中国土

地问题方面的丰富知识大大有利于制定拟议中的、后来被六大通过的土地纲领”。④ 另外，1927 年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也深受马札亚尔学说的影

响。⑤ 这显示马札亚尔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马札亚尔的“国际

学术权威”形象也曾为中国学者所熟识。 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就认为马札亚尔是“今日研

究东方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之世界的权威”。⑥ 还有学者坦言：“关于马札亚尔再来详细的介绍似乎是

多余的，谁都晓得这是苏联农业经济学者的第一流人物、有名的东洋经济学家，并且是用科学的方法研

究中国经济的权威者。”⑦可见，马札亚尔也曾拥有极好的学术声誉，与后世学界的负面评价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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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不过，国际理论风向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的评判。 马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

论不仅反驳了托洛茨基派的“资本主义优势说”，也否定了斯大林派的“封建残余优势说”。 这在客

观上也就取消了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将历史方法论导向多元论。 故此，斯大林派便有意清除马札

亚尔学派的理论影响。 1928 年，中共六大《土地问题议决案》放弃了“亚洲式生产方法”，①转而采纳

“半封建制度”的论述。② 马札亚尔也试图做出调整并重估近代中国的封建制，但他秉持的历史多元

论终究难获苏联官方认可。
1931 年是马札亚尔学术命运转变的重要节点。 是年，在列宁格勒举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

论会上，作为官方代表的哥德斯作了长篇报告，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实质就是东方的封建制而非特

殊社会形式。 他还将马札亚尔与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指出其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危害性，认为马氏

学说“被利用来反对共产国际对殖民地革命性质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

温床”。③ 这次会议显然超出学术争论的范畴，是一次政治意识形态的清算。 另一位与会者约尔克

毫不讳言地指出：“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揭露‘这一理论’，而不是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存在

这一‘纯事实’。”④据亚细亚生产方式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瓦尔加回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对者宣

称，谁不承认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制度为普遍封建主义，谁就是政治敌人（其中包括我）。”⑤

诚然，马札亚尔学说与托洛茨基派理论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不少托派理论家也较为亲近并引

其为理论武器。 但是，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仍有较大区别，尤其在是否承认中国存在封建社会

阶段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等问题方面。⑥ 哥德斯报告虽然并未将马氏与托派完全等同，但其鲜明

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界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确定了基调。 可以说，这次会议将亚细亚生产

方式理论“正式定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其论者亦被看作是托派的代言人”。⑦ 由此，马
札亚尔学说被进一步压制，苏联理论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也迅速走向低潮。

不过，民国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学术性似乎也比苏联学者更多一些”，⑧仍保持

一定的自由度和开放性。 以积极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的吕振羽为例，在哥德斯报告的影响

下，他也有意强调马札亚尔学说的政治危害性。 他指责马札亚尔弱化阶级矛盾，“取消亚细亚国家的

历史变动事实的存在”，这“在理论的范畴里面，不只是一种错误，而且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⑨ 但

整体来看，吕振羽并未过多使用措辞激烈的政治语言，尚能通过学理分析指出马札亚尔在辩证法方

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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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还特意增添为马札亚尔开脱的文字：“不过马

扎尔究竟还可说对东方的情形不甚熟习，他的这种错误，我们还可作万一的原谅。 不过以讹传讹，一
般中国的所谓历史家，更从而夸张起来，结果便形成了取消农民之政治上的重要性之一个错误的逻

辑。 这便无法宽容。”①显然，吕振羽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持谨慎态度，将其与托派区别看待，他批

判的主要是对马札亚尔学说仅取片面利用态度的托派理论家。
如果说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尚存几分学理考量，那么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这种批判更多属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此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实现制度化、规范

化和组织化。② 在经历前一阶段的激烈争辩与淘汰分化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向心力增强，理
论边界更加明确。 在此语境下，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的定位也逐渐从“异见者”升格为离经叛道的

“反革命”。 1937 年，马札亚尔在狱中去世。 次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在其影

响下，中国理论界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从混乱状态迅速走向统一。③ 与之相应，1939 年毛泽东等人

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了中华民族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进历程。 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长期遵循的“最高指示”。④ 在这种

唯物史观“典范”形成之前颇为活跃的马札亚尔学说，则被完全排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谱系之

外，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 这说明，“一定的文化政策、权威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导

向作用，既提供了驱动力，也构成了规训和约束。”⑤

受此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采用更为激烈的措辞批判马札亚尔。 1940 年

7 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的杨松，⑥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清算以马札亚尔等人为代表的托派残余势力。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史和中

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争论中，虽然说基本上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击溃了，但是托派许多书籍，如反革

命马扎尔所著《中国农村经济》……还没有给有系统的批评。”由是，他号召“去根本击溃反革命的托

洛茨基主义的残余，并给托派关于这方面反革命理论的彻底袭击”。⑦ 无独有偶，叶蠖生也在中共中

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指出马札亚尔学说“在今天已被公认为

错误的了”且“被发现是反革命”。⑧

在中共若干重要刊物号召在理论和学术领域清算以马札亚尔为代表的托派残余的影响下，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态度也渐趋严厉。 吕振羽加重谴责语调，指责马札亚尔“‘被托洛

茨基所蒙蔽’，且为托派和其他骗子们所利用……来取消中国革命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⑨ 他还在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增订版《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弱化学理分析，强调马札亚尔的政治危

害性。 如，他将最初批评马氏“背叛事实的结论”修改为“背叛史实和革命实践的结论”。○10 同样，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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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赞也指责马札亚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论的否定论者”。①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 20 世

纪 40 年代批判秋泽修二风潮中，又加大了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力度。 华岗就指出：“现在秋泽修

二和佐野袈裟美这班走狗所采用的‘历史理论’，不正是过去马札亚尔和沙发洛夫等所用过的‘历史

理论’吗？”②显然，马札亚尔已经完全沦为反革命的伪马克思主义者。 1949 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界对于马札亚尔的认知更趋同质化和脸谱化。 他与托派的差异性被淡化，关联性则被放大，以致

于被认为彼此存在“血统关系”。③ 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说成是托派的理

论是没有根据的”，④但两者同气连枝的固有印象短时期内难以消除。⑤

这种建立在政治立场上的革命叙事有其合理性，“确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史研究的格局和基调”，但也存在不易克服的缺陷。⑥ 这就使得马札亚尔学说长期以来被视为

托派理论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性和创造性，从而沦为学术史上的“失语者”。 因此，马札亚尔学说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仍值得重新讨论和深入思考。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扬弃

长期以来的革命史叙事传统掩盖了马札亚尔学说的学术性面相，制约了学界对其学术遗产的清

理。 尽管马札亚尔学说存在不足与缺陷，但它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问题的探索启发着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 中国学者在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的基础上深化理解唯物史观，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研究的调整与深化。 因此，从学术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马札亚尔学说，客观看待其功过得失是十分

必要的。
不得不承认，马札亚尔学说并非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

论战的干将陈啸江就指出，以马札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派学者“多忙于搜集材料及论辩，故
对于系统整理上，甚少注意……其中零乱和重复之处，当不一而足”。⑦ 另有观点认为：“当时，马札

尔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⑧可以说，马札亚尔对于中国社会的粗放式论述

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存在不小的隔膜和断裂。 如，马氏认定土地国有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但不

少中国学者却认为周秦之际便普遍存在土地私有的事实。 至于水利灌溉则在中国南北方农业生产

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并不足以塑造中国的社会制度。 马氏所描述的其他诸般特征也与中国历史实际

存在一定隔阂。 因此，有学者就批评马氏“竟囫囵吞枣，谓中国亦缺乏土地私有制，不辨皂白，硬将中

国社会加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头衔，这简直是梦游式的幻想”。⑨ 类似批评在民国学界并不鲜见，这
也和域外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缺乏充分的理解和体悟有很大关系。

马札亚尔学说最致命的缺陷当属所构理论与所述内容的自相矛盾。 曾积极引介《中国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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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王礼锡，也不禁讥讽马氏“自已以一个盾挡住自己的矛”。① 这一缺陷也被另一位亚细亚生

产方式派理论家瓦尔加指了出来，他认为该书“在理论上特别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但几乎完

全没有相应的具体资料，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此书的弱点”。② 大致来说，马札亚尔在《中国农村经

济研究》一书中所收集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并未有效支持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没有

充分说明该理论所指示的“国家—农民”的矛盾，反而更多指向“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
马氏所述内容并未实证其在导言中所构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反而印证了中国封建制的根深蒂

固。③ 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理论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错位的、断裂的。
马札亚尔似乎也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他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导言中将该书的缺陷归结于两

方面原因，即材料搜集的困难和“理论的历史性质”难以把握。④ 前者指中国农村缺乏系统而确实的

材料，后者是如何理解历史理论的问题。 不过，在马氏看来，“提出问题并加以指明，是最为正确的，
即使所提出和指明者是一个错误的立场，然问题之得解答，亦较缄默不言为愈。”⑤就材料方面来看，
尽管马札亚尔在华期间搜集大量资料，但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时仍依赖其他研究者的材料，
如佛林（M. Volin）和约克（E. Yolk）等学者的研究资料。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揭示中国农村的封建关

系，并不足以支撑马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其实，马氏在材料方面的不足也时常遭受学界的质

疑。 有学者就批评道：“著名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专家马札亚尔，就因为根据的材料不正确，而得出

错误的结论来。”⑥批评者虽未直言该书的材料问题导致理论与内容的脱节，但也足以说明材料的缺

陷影响了马札亚尔学说的论证方向。
不过，马札亚尔对于历史理论问题的偏执理解是产生矛盾的根源。 马氏认为自然环境因素对塑

造中国社会模式有决定性作用。 他通过水利灌溉推演中国的政制模式，从而塑造一个独特的亚细亚

社会。 马氏的这一研究方法饱受学界诟病。 王宜昌认为马氏的研究方法本末倒置，批评他将地理因

素作为中心，而把人类劳动和技术置于末位。⑦ 吕振羽指责马札亚尔将辩证法“首尾倒置”，认为：
“一个忠实而负责的历史家，总不应该单拿上层的政治形态的东西去说明下层的经济性质；而且关于

那些上层的建筑物，并不能当作一个独自存在的问题去研究的。”⑧刘兴唐也指责马札亚尔蔑视辩

证法。⑨

当时，如何判定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究竟以社会上层建筑还是经济

基础来确定社会性质，学界仍莫衷一是。 马札亚尔认为，区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形式的关

键在于土地所有权问题。○10 马氏并不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土地私有的现象，但认为“私有财产的观

念却一直未能得到发展，结果是缺乏很强的动力去建立法律—政治制度来保证私人财产的权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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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马氏便将中国视为缺乏土地私有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
更为关键的是，马札亚尔对于上层建筑的认识往往以欧洲典型社会政制模式为标准，与之相异

的中国则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模式。 由于缺乏对剥削关系的考察，马札亚尔难以了解经济基础的

本质，从而夸大上层建筑的特殊性。 尽管他试图通过对地主与农民地权关系的分析来说明土地私有

制的缺失，但又处处揭露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这与他所要构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

论是相互矛盾的。 中国学者在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的基础上，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逐渐突破欧洲社会

模式的限制，试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判断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当然，中国学者在平衡上述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在批判马氏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

地做出调整和改变。
实际上，民国学界也并未完全否定马札亚尔学说，不少学者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马札亚尔关

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农业分区、阶级关系等问题的解析被学界部分认可和接受。 何干之认为：
“马扎尔对中国农村的分析，有许多独到的见解。”①他关于中国农村公社相关问题的解析受到马札

亚尔学说的启发。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一定程度上也沿袭了马氏的研究路线。③ 有学者

就认为马札亚尔对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分析，虽然“没能成功地将中国社会性质论证为亚细亚

生产方式，但法权分析却因此引入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④ 如此来看，陈翰笙从分析土地所有权切

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应与马札亚尔学说的启发有莫大关系。 作为陈翰笙农村调查团成员的钱俊

瑞，也曾从侧面指明这一点。⑤ 可以说，马札亚尔对于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发

挥着重要作用。
马札亚尔学说对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样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 不少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的过程中获得启发。 吕振羽就认为：“一切前进的为真理而努力

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史的研究，在一九三一年前，不少人也都多多少少受到马扎亚尔的一些错误影

响。”⑥不过，曾经颇具声誉的马札亚尔学说因苏联理论界风向的变动而迅速失去学术地位，中国学

者也有意无意地与其保持距离。 但是，以马札亚尔学说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仍隐而不彰地

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 如，陈啸江就指出：“有的人却在所谓各种各色的主张掩护之下窃取

其论点。”⑦另有学者注意到许多提出关于过渡社会的论者，在其根本性的论据上与亚细亚社会理论

并无不同。⑧ 诚然，并非所有中国社会特殊论的倡导者都受马札亚尔学说的直接影响，但践行此路径

者多表现出对马札亚尔的同情。 如，陶希圣也曾以水利灌溉来解析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同，以
致于被视为“完全是马扎亚尔的理论的复写”。⑨ 李季、杜畏之等托派学者也沿着马札亚尔学说的路

向进行修正和发展。 不得不说，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路径的阐释难以完全绕开马札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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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所指示的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强大的国家政制等问题，这些议题显然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发挥着特定的导向作用。
但是，马札亚尔学说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引起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独特性与世界历史一

般进程之间关系的省思与再平衡。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进化史观中探索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唯物史观作为其中重要方面被引入国内。 这虽然革新了中国学者的历史观，但同时也逐渐陷入唯西

方社会理论马首是瞻，轻视本土特殊性和能动性的误区。 马札亚尔学说是对这一趋势的平衡。 尽管

它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却是推动学界反思与再平衡的一剂猛

药。 翦伯赞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坦言：“马扎亚尔学派在其过分的夸张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以致把

东方史与世界史对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因此而追求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这对于

东方史的研究上，是他们的贡献。”①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围绕马札亚尔学说的争论至少

获得一项共识，即认识到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以及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理论界也意识到此前对于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出现矫枉过正的错误，并尝

试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做出进一步阐释。 科瓦列夫等人的“变种论”取代此前简单否认中国特殊

性的理论观点，将中国的特殊性视为某种社会形式的“变种”。 这一观点迅速得到中国学界的支持和

追随。 不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变种’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实际上却又妨碍了他们对中国历

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使他们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本质，难以走出‘公式主义的泥沼’”。② 亚细亚生

产方式“变种”论，虽然正视中国的特殊性，但并未充分体现本土社会历史的能动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变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并尝试进行理论

提炼。 吕振羽、翦伯赞等学者“为克服唯物史观应用中的偏失，主张以辩证法引领唯物论”，③逐渐加

深了对于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的理解。 吕振羽、侯外庐超越“变种”论，以东西方奴隶社会之“不同

阶段”或“不同路径”来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显然已经不再将中国社会特殊性简单附庸于欧

洲先验的社会形式，而是尝试以中国历史经验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要之，马札

亚尔学说促使中国学者对于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作出再平衡的努力，进而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研究的调整与深化。
可以说，“从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转向以唯物史观探究中国历史的特殊发展道

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④ 在这一转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马札亚尔学说不应

成为学术史上“沉没的声音”。 其实，马札亚尔学说已重获认可。 苏联学界早已尝试对马札亚尔学说

进行重新评估，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引用的事实和论据如此之丰富，价值如此之高，以至若干

年来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过它”。⑤ 美国学者马若孟也认为该书“是一部被忽略的著作，如果把它译成

英文，肯定会被列入中国农村的经典著作中”。⑥ 国际学界对于马札亚尔学说的重新估定值得国内

学界反思，有必要对其学术遗产进行深度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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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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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翦伯赞：《苏联历史学家对东方史学的供献》，《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 23 周年纪念特刊”，1940 年 11 月。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8 页。
陈峰：《“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左玉河：《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历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M. C. 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第 102 页。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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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或许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缺乏根据的“假问题”，但百年来的争论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 以亚

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为导向，学界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中国特殊性的挖掘产生不少颇具启发

性的学术成果。 但是，政治史叙事传统仍深刻地影响着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评判，制约了对亚细亚

生产方式理论学术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只有放弃二元对立思维，认识正统与异端之别的历史性和相

对性，避免简单机械地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相互对应，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清理和总结百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学

术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举措。

（作者李自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邮编：45000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论争文献汇编（1871—1915）》

鲁法芹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 8 月出版，145. 8 万字。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运动，随着国人对西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

义学说的不断报道和关注，传入中国，并掀起了传播热潮。 这一学说的传入并不是知识界简单

的学理引进和研讨，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是对救国方案的探寻。 该书全面爬

梳 1871—1915 年中国人译介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和运动的报道、著述，按照论争专题和

历史时序分辑、分类汇编成集。 全书共三册，分为五辑，第一辑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命题的提

出及论争，第二辑是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第三辑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

的传入及论争，第四辑是民元前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讨论，第五辑是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想在中

国传播年谱。 该书对深入了解、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近

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史料便利。

411



SUMMARY OF ARTICLES

reconstruct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return to the “ field” form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ed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stablish the macro-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we should prioritize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learn from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In terms of language expression， we should adopt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With increas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ill become a rapidly developing academic growth point in

studi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cholars in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and Their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 the

Unity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 / Cui Qinghe

Scholars in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ha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each with its own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theory was not only a discussion about the superiority of classics or

history， but also related to academic methods and ideological agendas， involving key issues such as the

unity of monarchs and teachers， the use of history to elucidate the D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ao，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traditions. The theory of “ affinity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proposed by the textual scholar Qian Daxin was actually still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studying

history to seek the Dao. The core of Cui Shu's theory of “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was

twofold， —the conviction that Six Classics were the vehicle of the Dao and the belief in Confucius' idea to

govern the world through learning. The theory of “ history without classics” by litterateur Yuan Mei argued

for the unity of literature and the Dao and the freedom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Zhang Xuecheng

advocated that “ the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es” ， and the true concern was the unity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e divergent opinions of different scholars at the same period provoked multiple

interpreatations of the “unity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at that time， foreshadowing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theory in later generations.

Magyar Lajos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Republican China / / Li Ziqiang

The theory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scholarship， and so was Magyar， who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is debate. Despite diverse responses

to Magyar's theory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Chinese scholars had

gradually formed a more homogeneous and stereotypical view on the issue. The main flaw in Magyar's thesis

lies in its disloc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and its detachment from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through criticizing his theory， Marxist scholars in China had 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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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path and the generality of world history and

adjuste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This process had， in turn， promoted the adjustment and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rchives and the Scientific Turn in Narratives of Charles VII in French Historiography / / Gao Yu

In the study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scholars commonly believ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anke

School promote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rench academia. But this assumption overlooks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 academic groups.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anke School was introduced

into France， archivists and Romantic historical writers， represented by Henri Martin， launched a major

debate over the authentic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King Charles VII of France.

These archivists opposed the Romantic writers for their overly subjective and demeaning narrative of Charles

VII and attempted to evaluate Charles VII impartially and objectively through collating first-hand materials，

writing monographs， and other ways. The archivists had left behind many materials such as book reviews，

monographs and others， which clearly reflect their academic pursuit of objectivity and truthfulness.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ankean historians， archivists also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scientific tur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f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

Yin Mengmeng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Philippines emerged from the resistance against colonial rule.

Filipino historians have been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f their national history in pursu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process， it has become Filipino historians'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ir own nation and spread nationalism. In the post-independent

era， it was instrumental in foster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rticulating the trajectory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t was adopted to highligh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seek a dialogue with world-historical narrative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Filipino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n the one hand，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society， whose evolving mode of writing mirrors the social changes within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a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ting nationalism， cultiva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tributing to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while facilitating a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iography development，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has maintained its uniqueness to a certain extent， driven by its own sense of miss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t strives to define its own niche within world historiography.

061




